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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 *

王向民 陈立业

摘 要:“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

深化，新史观的输入，其渐成解构对象。而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它

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性概念。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大一统”研究，其内涵、

研究历程、概念重启的缘由需要进一步厘清，也需要回应诸多理论挑战。现代政治思潮

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与学术边界，也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近

年来的“大一统”研究实质上是对“何为中国”的现代政治知识回应，是中国国家理论

的构想，“大一统”的知识论证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理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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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何为中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① 这意味着将现代中国置于古今中西之别的视

域下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立场。这原不应是新

奇的论述，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有关“中国”的论述笼罩于基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的历史经验而提炼

的普遍理论框架下，而忽视了本土的特殊性。比如，在历史研究中将传统中国塞进以现代民族国家为

基本单位的历史叙事中；② 在经验研究中将现代中国作为西方概念和理论的试验田进行模式套嵌、病理

分析和话语搬运。③ 如此研究既导致了历史认知的割裂，又缺乏足够的现实解释效力。因此，“何为中

国”讨论的兴起背后实际隐含了对中国历史和经验进行一种独立于西方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解释的诉求。

任何新知识体系的诉求都隐含着某种政治实践的兴起。清末中西遭遇以降的政治失败和东方劣

势，形成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西方知识的“ 拿来主义”和知识体系的“ 全盘西化”（尽管其中也

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等）。④ 而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事实则为本土化的知识探讨提

供了现实驱动力和可能性。由此而来的“ 中国模式”与“ 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虽仍存有很大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

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项目（项目编号：2021JQRH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譬如葛兆光、姜义华、杨念群、苏力等人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上，后将详述。
②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3—5 页。
③ 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④ 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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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却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以及无法绕开的命题。

中国崛起所要求的知识体系的匹配必然是建构性或建制性的，隐含着一种内在的知识生产方

式，即从中国自身的内部脉络来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一个本质

特点是集权。这表现为两种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在外部，表现为公共政策领域的集权，即“ 举国

体制”或“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内部，表现为政治制度的集权，纵向表现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结构，横向表现为以党为领导中心的党政结构和行政集权的广义政府结构。从更深层次的共同体延

续的视角来看，这种集权逻辑不仅是近代中国迫于全面危机压力和现代化诉求的转型结果，更是传

统中国“ 大一统”体制的自然延续，古今之别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和解，现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

而非纯然的新造，但也并非传统的复原。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一统”作为一个曾经被抛弃的概念而得以重启。它不仅是对现代国家治

理逻辑的一个内在解释，也是通过解释的时空连贯性而衍化成的“ 中国”国家理论。因此，通过梳

理与反思这一概念的重启、论证及其挑战，能够对如何建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理解“ 何为中国”

的方法论提供一定的启示，也能够建立传统概念再诠释的学术边界意识。

一、“大一统”的内涵或基本知识：来源、本质与演进

在支持或者反对的价值判断之前，首先需要确定作为事实经验或命题的“大一统”的来源与解

释基础，它涉及传统“ 大一统”的文本依据、特征推定与历史演进过程。大致而言，学界的讨论包

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文本来源或依据

学术界对“ 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来源及其含义的解释，常常提及三个文本：《 春秋公羊传》、何

休《春秋公羊传注疏》、董仲舒《天人三策》。“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自华夏文明产生以来就已萌生，

至西周则初步形成。① 从文本记载来看，首次提出“大一统”的文献见于战国时期的《春秋公羊传》：

“ 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

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② 论者将这篇视为“大一统”提出的源文本，其核心是尊王。③ 东

汉何休的进一步解诂—— “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

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④ ——这被解读为“ 大一统”

的政治秩序被扩大为宇宙秩序，而王则处于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枢纽位置。⑤ 西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

中提及：“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⑥ 论者认为这是将“大一统”概括为空间

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⑦。这三个文本奠定了后人阐发“大一统”内涵的基础。

研究者进一步阐释了“大一统”的内涵，从字面意思来看，“大”有“广大”“推崇”之义，“统”

有“始”“ 总系”“条纪”之义，因而“ 大一统”既是一个事实命题，指广大的一统局面，也是一个

价值命题，指推崇一统 ⑧、张大王者政教开端 ⑨。杨念群从先秦《春秋公羊传》中援引出“大一统”的

三要素：空间上最大限度的疆域、维持统治的“ 正”与“ 不正”（天命与王朝循环之承续）、安抚民

心得到支持的“德性”。⑩ 但是，“大一统”不仅是思想意识的呈现和表达，同时也是复杂的政治实践

过程，需要考虑其“具体外化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形态”，⑪ 因而“大一统”内涵的认识要考虑到观念和

①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6 年，第 5—7、296—297 页。
② 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第 1—3 页。
③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第 284 页。
④ 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第 12—13 页。
⑤ 汪仕凯：《论政治大一统：内涵、本质和演进》，《学海》2022 年第 5 期。
⑥ 《汉书 • 董仲舒传》。
⑦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第 46 页。
⑧ 姚中秋：《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学海》2022 年第 5 期。
⑨ 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第 3 页。
⑩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第 470 页。
⑪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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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双重意涵。在这个双重意涵上，“大一统”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

（二）“大一统”的类型：道统、政统、学统

“大一统”涵摄观念与行动双重维度，在学者叙述中衍化为三个语境下的三种类型：作为中华文明

或中华文化的道统、作为具体王朝尤其是盛世王朝的政统 / 正统、作为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学统。①

作为道统，“ 大一统”指“ 天下大一统”，通常与“ 天下”或“ 圣王”观念相联系。天下大一统

既包括从公侯到庶民、从日月星辰到山川草木，万物具有共同的本源和开端“元”，② 形成“和谐相关

的有机秩序”的宇宙政治图式，③ 又指向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从华夏到四夷的呈同心圆状

扩展的现实政治秩序。④ 二者凝结的枢纽是“ 圣王”：圣者以德性与天沟通而统天地万物，王者则以

政治统人间众生。故“圣王”是圣之王者、王之圣者或即王即圣。⑤ 通过将承接真理与统纪众生的各

个不连续的“圣王”编排成连续性的系谱构成道统，突出天下大一统的“圣王”中心。

作为政统，“ 大一统”指具体王朝大一统或“ 夷夏大一统”，通常与“ 正统论”或“ 治统说”相

联系。中华文明的道统是连贯的，而具体王朝更迭的政权是割裂的，因此，每个王朝都会通过构建

“正”与“不正”的正统论来表明道统的继承，君主则以“圣王”自居；无论中原政权还是边缘的少

数民族政权，都以中央政权作为正统；而处在“ 实未一统”的分裂时期的各政权或朝廷，则都以完

成空间一统为核心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叙事，实现“ 用夏变夷”或“ 用夷变夏”的“ 夷夏大一统”。

治统说在“ 正统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强调作为“ 帝王之统”的治统与道统的匹配：前者为现实

基础，后者为内在依据。⑥ 其核心是巧妙避开“夷夏”文化之辨等统治资格的挑战，诉诸现实治理的

成效或方式来实现具体王朝的大一统。如康熙所谓“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⑦

作为学统，“ 大一统”指“ 文一统”或“ 文教大一统”，通常与“ 圣王之学”、文化或教化相联

系。“ 圣王之学”即德性之学，强调对君王的道德教化，君王通过自觉接受“ 圣王之学”而得以位

列“ 圣王”的谱系；“ 文一统”突出了“ 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在“ 天下”一统的情况下解释政统合

法性，在“实未一统”的分裂状态中维系一统的诉求，在夷夏共处的多民族形态中贯穿“夷夏变通”

的理念；“文教大一统”突出以教化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通过政治权力与社会性意识

形态权力的统一，整合多元权力精英以文“化”人。学统与道统、政统紧密联系，道统存在于学术或

学派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传统中；依据学统，可以评判政治领域的政策和行动是否正当。

（三）“大一统”的本质：“定于一”

“大一统”的本质是“定于一”。孟子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曰“定于一”，故“定于一”即“天下一

统”。“定于一”并不否认多，而是“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一”指世界有一个中心，是一统而不是分

裂的，但并不否认世界存在分裂的状态或多元的结构，而是强调最终会有统一的趋向，“多”合于“一”。

从本质的取向来看，“定于一”有三种取向：第一，“大一统”的文明取向，“一”的本质是一体

性，“ 大一统”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是统一的，具体到传统中国则是中华文明的一体性；第二，“ 大一

统”的治理取向，即如何实现“ 定于一”，指向“ 大一统”的空间本质（或者说常态形态），通过具

体措施达到超大规模地域的有效治理，具体到传统中国则是政治集中；第三，“大一统”的正统 / 历

史取向，即“何者为一的中心”，依据何种标准来判断谁能接续正统，即大一统的时间本质。在现实

① 广义上的道统即中国文化生命的体现，这一文化生命是一本性的，一本并不否认多元，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的统绪，

这一意义在历史文化的演进中显示，中国历代在政治上虽有分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狭义上的道统指德性之学或内圣

之学；政统指作为“外王”的政治形态的具体演进；学统可泛指知识或学术。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

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心体与性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3 年。

② 蒋庆：《公羊学引论》，第 277—281 页。

③ 李宪堂：《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第 100—101 页。

④ 许纪霖：《家国天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第 440—441 页。

⑤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 • 原道篇》卷二，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第 46—47 页。

⑥ 杨国强：《士人政治：科举制度下的权力与文化》，《学术月刊》2021 年第 11 期；彭传华：《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

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

⑦ 库尔勒等编撰，李孝国等注：《日讲〈四书〉解义》，北京：中国书店 2018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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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处于分裂状态时，这一本质取向尤为突出（其核心诉求是追求疆域的统一和完整），具体到传

统中国则是维护儒家正统与分裂王朝的统一行动。这三种取向，是马克斯 • 韦伯“ 理想类型”式的

界定，因为历史实践中总是复合为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上述“ 定于一”的“ 大一统”形态是

从内涵角度的界定，而其外延类型则往往取决于时代特征。换言之，正是在时代特征的改换之下，

“ 大一统”的经验历史形态才发生具体的变化，以致于质疑是否有“ 统一”的大一统，或者说只有

在具体时代下的创造性转化，由此体现出“大一统”观念的生命力。

（四）“大一统”的演进：四个历史时刻

三代至清朝的数千年间，“大一统”形态不断完善和演进。依据“大一统”本质的三种取向及其

形成的具体形态，“大一统”形态演进具有四个历史时刻：第一，自华夏族群形成以至三代尤其是西

周，构筑了“大一统”形态的文明基础，即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多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形成；第

二，秦汉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局面；第三和第四分别是 10—13 世

纪与清代，这是“大一统”的变态时期，未能实现最大限度疆域统一的汉民族政权（宋）和少数民族

政权（清）分别发展出了各自的“正统”/“大一统”理论，前者发扬“大一统”的时间内涵，强调“道

统”德性和“正统”的双线继承，凸显了“中国”意识，后者复兴“大一统”的空间本义，兼顾汉化的

同时容纳少数民族特性，呈现出多元样态，从政治实践方面丰富了大一统形态的历史可能性。需要注意

的是，“大一统”形态在其他时期也有实质性的演进，“历史时刻”强调时间的内在标识与理论意义，而

不仅仅是刻度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节点。毋宁说作为“理想类型”的三种取向在任何时期都会复合性出

现，而这四个历史时刻的主要取向分别实现了大一统形态“代表性”的演进，而影响尤为显著与深远。

二、“何为中国”视角下“大一统”研究的历史演进

“ 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尤其是新史

观的输入，它渐成解构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与中国政治话语的重构，

“大一统”这一传统政治概念再次焕发生机，成为新的建制性概念。此处将呈现这一研究过程。

（一）近代政局与“大一统”的政治“解构”与“重组”

于传统中国而言，“ 大一统”具有正面作用，也为历朝历代所认可。但是清末的政治失败与民

主思想的盛行，使“ 大一统”思想因其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与正统论，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与正统

论的“尊君”等而在价值上被予以否定，① 并形成主导 20 世纪的“专制主义范式”。② 与此同时，辛亥

革命之后，作为王朝的清朝帝制被推翻，然而多民族统一国家、单一制、集权制、中央集权等“ 大

一统”的集权要素仍然得以保留，并对现代中国的国家体制再造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因此，与其说近

代对“ 大一统”概念的批判与抛弃是一种解构，不如更准确地说，它使“ 大一统”的整体性涵义得

以具体化，在现代（Modern Time）的规制下，某些要素被抛弃，另一些要素以新政治形态得以延续

甚至强化，因此是一个脱嵌与重组的历史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与历史叙述

改革开放以来，“大一统”论述随时代而有三个层面的研究推进：一是作为传统文化范畴而追溯

原典的文化叙述或思想阐释，通常是哲学研究（包含经学）或文化研究；二是将“ 大一统”置于具

体场域或经验语境中，从历史史实和史料细节中归纳“ 大一统”的经验事实与行动逻辑，这更多是

史学的进路；三是“中国叙事”背景下对“大一统”的再讨论，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法学、

社会学等领域拓展到政治学。

①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59—89 页；梁启超：《论中国

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53—57 页；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

集 文集之九》，第 20—26 页。

② 任锋：《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第 5 期。

③ 姜义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学术月刊》201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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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文化范畴与原典语境下的文化叙述。现代学术分科体制尽管在民初大学体制的院系设

置中已经得到贯彻，但是，面对传统中国知识的整体性时，仍然衍化出一个笼统的称谓，即文化研

究。文化研究者虽然身在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但是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却并不似后者的专业

化那么狭隘，毋宁说他们的研究横跨文史学科，是传统研究形态的延续。改革开放后，文化学界再度

关注“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思想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

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① 故而，主要由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进行集中的研究，他们多通

过文本阐释的方法对“大一统”思想进行词义辨析和义理阐发，遍于经学、哲学、思想史等领域，其

重心是对文本的义理阐释和概念辨析。由于“大一统”作为词汇最早现于《春秋公羊传》，因而都围

绕公羊学、何休以及董仲舒展开，并拓展到孔孟荀等儒家人物。② 鉴于“大一统”内涵及其演变的丰富

性，论者也从思想史或史学史的角度加以辨析。③

2. 场域 / 经验语境下的历史叙述。基于原典“大一统”的研究澄清了“大一统”作为词语概念

的原初意义和义理引申，但更多表达了一种理想政治社会的规范价值，忽略了“大一统”的实际历史

形态和作为人的实践的行动逻辑。新世纪前后，通过经验描述或文本的历史场域分析，探讨具体历史

时空下作为实体存在的“大一统”形态，以及在实际历史过程或政治实践中起作用的“大一统”观念

成为研究主流，其学科重心也转移到历史学。首先，历史学将“大一统”观念置于特定的政治实践或

历史过程中来考察其演变，既关注“大一统”的观念形态，又关注“大一统”的行动或实践经验。“大

一统”文本含义流变的根本原因是理解者的处境的变化，④ 因此论者开始关注思想家的处境对其思想

的影响，⑤ 以及政治家尤其是帝王的“大一统”思想。⑥ 其次，论者关注具体历史时空下作为实体存在的

“大一统”形态。这一研究分为三种取向。第一种取向将“大一统”视作演化的实体，以结果为导向

寻找“大一统”形态形成的关键起点，因此聚焦于奠定“大一统”形态基础的秦汉。⑦ 第二种取向着眼

于“大一统”演进形态的多样性，呈现“大一统”在各朝代的特征描述，例如作为原型意义的西周的

宗法分封 ⑧ 与秦汉的中央集权 ⑨，以及“大一统”形态的某一层面或要素的进一步发展或重组，即宋朝

的正统论 ⑩ 与清朝的“多元大一统论”⑪ 。在此基础上，论者根据王朝建立者的来源，总结出了“大一统”

的农耕王朝和游牧王朝模式。⑫ 第三种取向以特定视角下的史实证据来论证“大一统”的事实，这一取

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视角关注大一统思想在帝国局部政治实践的影响，包括边疆实践 ⑬ 、边疆意识 ⑭ 

①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 5 页。
② 蒋庆：《公羊学引论》；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2 期；黄朴民：《何休〈公

羊〉“大一统”的思想析论》，《孔子研究》1999 年第 2 期；周桂钿：《大一统论的现代意义》，《河北学刊》1994 年第 1 期。
③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④ 晁天义：《“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⑤ 白奚：《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
⑥ 李大龙：《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北京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衣长春：《论

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2012 年第 1 期；李治亭：《清帝“大一统”

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⑦ 李宪堂：《大一统专制权力之象征体系的完成：从秦皇到汉武》，《文史哲》2010 年第 6 期。
⑧ 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文史哲》2013 年第 4 期。
⑨ 欧阳坚：《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甘肃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路高学：《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

一”——先秦儒家“大一统”的逻辑进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熊永：《秦国的大一统治理与

战时体制转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⑩ 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⑪ 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李大

龙：《试论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实践》，《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 2 期。
⑫ 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李大龙：《试

论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实践》，《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 2 期。
⑬ 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2 期；李元晖、李大龙：《“大一统”思

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⑭ 龚艳：《大一统意识与〈魏书 • 西域传〉的书写》，《宁夏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李昊林：《重建大一统：隋至唐初地理

学风气再研究》，《唐史论丛》第 33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 2021 年，第 460—475 页；刘骏勃：《从九州为纲到政区为纲——

清代“大一统”观念对“六通”疆域书写的影响》，《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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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边疆民族问题 ①。第二个视角是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大一统”证据的考古发现，其焦点是肯认

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② 在近年来的考古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特殊性进一步被承认。③

（三）中国崛起与“何为中国”议程下的多学科概念重启

假如说前述文化范畴与历史研究视角下的“大一统”研究仍属各自学科领域的自然生长，研究

主体与论域边界还是相对清晰的，那么，近年来“ 大一统”概念的重启则是“ 何为中国”议题下的

统合，各学科不约而同地触及到“ 大一统”的研究。从学科介入角度说，文化研究逐渐淡出，历史

研究持续发力，民族学、考古学尤其是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汇聚到“ 大一统”议题之

中。其中，史学研究偏重从历史史实与史料细节（或考古发现）中归纳“ 大一统”的经验事实；社

会科学的研究更多从“问题导向”或理论角度发掘传统中国的相应事实或者从概念出发演绎其在现

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二者的最大区别是原始资料的“ 浮现”还是“ 打捞”，后者更多是“ 古为今

用”或“现代指向”。但是在经验作品中，二者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甚至相互为用。这些研究颇有

打破学科界限或用“问题引导”的方式，形成一种中国政治知识建构的议程设置。

1. “何为中国”议题下的“大一统”史学研究

以今人眼光来看，“何为中国”成为学术焦点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北宋士人关注汉族

中国文化正统性的“转向内在”，④ 第二次是 20 世纪上半叶对国家、族群和疆域的统一性的关注，⑤ 以

及贯穿 20 世纪的三次文化本位论争。⑥ 近年来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史学界集中发表了一批以“ 何

为中国”为题的著作，“何为中国”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葛兆光于 2011 年至 2018 年间集中论述了“何为中国”的内涵。“中国”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研究

推进和现实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⑦ 因此这既是一个政治话题（论证国家合法性）也是一个历史话题（理

解历史合理性）。⑧ “何为中国”的探讨源自以西方民族国家叙事解释中国的不贴切，以及对此进行反思

和批判而来的全球史亚洲史叙事反而产生对中国“同一性”的质疑，⑨ 因而需要一种既区别于以欧洲经验

为基础的帝国或民族国家范式，又区别于反对欧洲经验的后殖民理论或后现代史观范式，而从历史、文

化、政治三个向度来理解中国的方式。作为历史的中国，是一个在空间上边界移动的中国，故可平心对

待疆域的变动；作为文化的中国，是一个边缘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故可延续

稳定的“中国”认同；作为政治的中国，表现了具体的朝代或政府，故认同中国不等于认同具体王朝。⑩ 

在“何为中国”的问题意识下，葛兆光以北宋的“正统论”和“中国论”为切口论证了“中国”

意识凸显于北宋并延续至今。⑪ 这实际是将“大一统”的正统取向进一步发扬为因异族挤压而产生的

类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但葛兆光忽视了同处 10—13 世纪的辽金王朝，⑫ 同时否定了“ 大一统”中的

① 何星亮：《“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云南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张云：《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学

海》2008 年第 5 期。

②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 年第 1 期；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

年第 3 期。

③ 李新伟：《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 年第 3 期。

④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⑤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思想战线》2017 年第 6 期。

⑥ 王向民：《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未刊稿。

⑦ 葛兆光：《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 页。

⑧ 葛兆光：《许倬云〈华夏论述：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解》，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年，第 270 页。

⑨ 葛兆光：《宅兹中国》，第 3—9 页。

⑩ 葛兆光：《宅兹中国》，第 31—35 页；葛兆光：《何为“中国”》，第 4、61—62 页。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69—70 页。

⑪ 葛兆光：《宅兹中国》，第 41—65 页。

⑫ 金亦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在如何修撰已灭金朝国史的讨论会上，金人修端反对以宋朝为正统，要求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

唐后的历史，表明除宋以外的其他王朝，争正统的意识也很强烈。金自以为辽统，有以“唐”抗“宋”的文化自觉意识，所

以实际上也是对唐统的争夺。见吕正惠：《元好问的贡献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1 年，第 141—151 页；江湄：《怎样认识 10 至 13 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

学月刊》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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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系”观念，① 未能挖掘出“大一统”的丰富性，也未将其当作对中国的整体性理解。

李零明确将“大一统”与“何为中国”联系在一起，“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

么是中国”构成了“我们的中国”系列著作的主题。② 李零提出了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依靠血缘纽带

和亲戚关系的西周，依靠法律制度、统一标准以及儒家意识形态的秦汉。③ 秦汉大一统即儒法国家的

萌芽：国家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儒家）之间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儒士阶层成为“政—

文—教”结构的中枢。④ 这一儒法国家的中国持续两千年之久，成为“大一统”的基本政治体制模式。

2018 年起，姜义华以“ 何谓中国”为主题陆续写了一批文章，最终汇聚成《 何谓中国》一书，

其中第四编题目就是“大一统中国”。早在《中华文化通志》完成前后，姜义华就意识到要对中华文

明“做一个统一的整体综合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⑤ 中华文明延续不断和充满活力的重要

原因是作为中华文明根柢之一的“大一统”，⑥ 辛亥革命之后，王朝体系不复而大一统国家体系仍留。

姜义华敏锐发现，中国的现代转型非但不是依赖于晚清对“ 大一统”的政治解构，这反而引发激烈

的社会政治冲突，并恰恰是以传统政治大一统国家为基础进行变革与重建；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大

一统”被抛弃了，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机制，“大一统”的核心环节和关键要素被承续下来，构成现

代中国得以顺利转型和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基本保证”。⑦

出于对“ 周边看中国”研究路径的反思，杨念群明确提出以“ 大一统”这个概念来重新表达中

国历史的总体演进态势，将“ 作为华夏中心点的‘ 中国’，与容纳非华夏族群的‘ 天下’结合起来，

纳入一个空间和时间相互交叉的实践框架里，予以重新定位”，来诠释“何谓中国”。⑧ 他集中研究了

早中期的清王朝，清晰解释了作为游牧民族的满清如何自觉归入并接续中原政权的“ 天命”，完成

“正统化”并得到了民间士子的认可与推动，成为清帝朝廷与民间士人的共同观念与集体行动。⑨

杨念群的清史“大一统”研究，落脚点主要集中在论证清代的“正统化”，然而，少数民族入主

中原，清代“ 大一统”实则蕴涵另一现代维度，即多民族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塑造与形成。从中华民

族的角度来探讨“ 大一统”与“ 何为中国”成为近年来的另一热点，主要表现为从学术史的角度重

新梳理了考古学的早期文明研究，以及民族学的中华民族发展研究。

2.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大一统”重述

考古挖掘是支撑“ 大一统”叙事尤其是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的有力证据。张光直、李学勤、许

倬云等考古史家以大量的考古证据构筑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逐步扩充的“ 连续性”的早期中国

“大一统”论述。⑩ 近年来，新出版（再版）的考古学著作再次重申了位居东亚地域上的族群“向心”

特征。⑪ 苏秉琦以“满天星斗”比喻远古中国的族群生活状态，旨在破除“惟汉”的“大一统”叙事，

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民族形成的“摇篮”而是“熔炉”，文明起源并非“中原向四周辐射”而是“各文

化区系组合、重组为‘ 多元一体的格局’”。⑫ 因此，与其说“ 满天星斗”的比喻是对“‘ 大一统’怪

① 葛兆光：《何为“中国”》，第 12 页。

② 李零：《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第 1 页。

③ 李零：《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第 8 页。

④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⑤ 相关著作如《中华文明的根柢》（2012）、《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2016）、《中华文明的经脉》（2019）、《中华文明

的鼎新》（2019）等。见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第 2 页。

⑥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第 165—193 页。

⑦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第 5—6、27 页；姜义华：《何谓中国》，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21 年，第 217—266 页。

⑧ 《杨念群谈清代“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澎湃新闻 • 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08148, 2022-

11-06；杨念群：《“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南方文物》2016 年第 1 期。

⑨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⑩ 张光直：《商文明》，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有关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论述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

⑪ 近来年，再版和新出版了两本苏秉琦的考古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满

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22 年。

⑫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 58、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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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批判，毋宁说它恰恰印证了“ 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多个文明起源从裂变走向撞击，并最终

走向融合，正反映了“ 大一统”的向心性特征。苏秉琦晚年的思考，如“ 中华一统实体”“ 多源一

统”“长城内外是一家”“天下一体”等论述，更准确地说明了“大一统”的形态。① 近年来，许宏进

一步将“满天星斗”与“月朗星稀”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即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从陶寺转衰、嵩

山整合到新砦兴起，最终形成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萌芽。②

从民族学角度上，费孝通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后

主编有同题著作，③ 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

形成的“ 多元一体”格局，从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华夏集团，到华夏初级统一体，再到长城内外的

农牧两大统一体。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以汉族为核心、点线结合，各民族被“ 串联在一

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④ 黄兴涛接续费孝通的论述，将民族

的自觉理解为民族的重塑与再造，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论述赓续到近代中国。⑤ 近年来，处于

对建国后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的反思，民族学亦发展出新的一些观点，即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构建民

族的文化认同，从文化角度重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性。⑥

3. 法学宪制构成视角下的“大一统”

1990 年代以来，法学界已经关注中国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引起学界

关注。近年来，苏力以明确的“ 中国”意识来看待“ 大一统”及其宪制。他认为，如何去理解“ 中

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这一特殊性经由中国崛起而内含的普遍性，在于如何去理解“中国”本身。

中国之所以是“ 大国”而非帝国，关键在“ 大一统”，即权力横向延展的地理空间大一统与纵向渗

透的治理空间大一统（“皇权”下乡）。⑦ 《大国宪制》以更大的篇幅探讨了大一统与历史中国的制度

构成。苏力指出现代中国实际上是对西周之后农耕中国构成的宪制框架的重构。⑧ 这一发现有两层含

义：第一，“ 农耕国家的宪制理解”一词的使用淡化王朝更迭的“ 变”，而关注贯穿各王朝凝练而成

的整体中国的“ 常”，这一“ 整体中国”在历史的铺展中不停地构成，因此“ 农耕国家的宪制理解”

即“ 大一统”的宪制叙事；第二，现代中国对这一宪制框架的重构，意味着“ 大一统宪制”构成了

现代中国宪制的底色。法学界研究延续了后一论点，即“ 大一统宪制”如何构成现代中国宪制的底

色。“ 大一统”首先构成了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即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

内容安排；⑨ 其次体现于国家治理实践和国家结构制度中，“ 大一统”分别转变为了当代的“ 大局整

合”“ 一元”“ 统一”。⑩ 概言之，将当代中国宪制的连贯性理解追溯中国悠久的“ 大一统”传统及其

对中国宪法的底层规定性。

4. 政治学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大一统”叙事

从学科界分角度说，政治学界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中国现代政治建构这一“ 问题意识”出发，

演绎“ 大一统”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在此过程中对已有的哲学研究、史学研究以及民族

学研究作“有意识性地资源运用”，而不是纠结于原始文本或考古资料，是一种“选择性地接着说”

的研究。首先是对“ 大一统”的专制含义进行脱敏。林尚立关注到“ 大一统”对现代中国政治的规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 158—164 页。

②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

③  1989 年费孝通将该演讲所征引的论文编辑成册，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名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年

增录若干文章出版修订本，此版于 2018 年重印。

④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43—44 页。

⑤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⑥ 菅志翔、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开放时代》2022 年第 5 期；关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种新的文化

政治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

⑦ 苏力：《大国与大一统，以及帝国》，《开放时代》2023 年第 1 期。

⑧ 苏力：《大国宪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559—564 页。

⑨ 王旭：《大一统国家观的中国宪法学原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6 期。

⑩ 李龙、刘玄龙：《“大一统”理念的法学解读和时代底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张颖：

《中国单一制宪制的“大一统”特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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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价值，以及对具体制度选择与国家组织形态的积极作用。他细致地区分了传统政治“ 大一统”

（负面意义）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正面意义），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正是“在告别大一统的君主专

制的同时，紧紧围绕着作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形态的大一统而展开的”。① 任锋则将矛头直指梁启超

开启的“ 大一统”的专制主义论式，通过区分“ 大一统”的政体范畴与政治内涵，以钱穆论述为核

心构建了“大一统”的立国本位论式，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族群文化的国家整合与国家政治关

系的编排安顿的政治统合机制。② 其次是直接将大一统作为中国政治的历史或当下经验加以接受与使

用。陈明明视集权为传统中国“大一统”政治制度样式的现代延续，③ 景跃进强调“将政治共同体带

回来”并置于优先位置，即以大一统政治共同体作为现代政治的逻辑起点。④ 汪仕凯进一步疏离价值取

向，提出分析框架性质的“政治大一统”，大一统的根本性质在于政治，正是由于“ 大一统”走向一

种经验实践的国家体制或政治制度体系，“大一统才从政治构想转化为历史经验事实”。⑤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的“ 大一统”研究经历了学科主体的转换，文化研究逐渐淡出，历史研

究持续发力，社会科学渐成主流。这一学科视角的转换，表明“ 大一统”的概念重启更多是现代政

治的激发而不是传统文化范畴的延续，它要回应或论证现代中国的政治建构，亦即它试图从中挖掘

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知识资源，将现代中国理解为传统中国的延续和转型。故

而，“大一统”研究本质上是政治（学）的。

三、经验实证主义带来的理论挑战

“ 大一统”本是中国史观之常识，但近代救亡的政治革命摒弃了“ 大一统”符号，随后经验实

证主义史观的输入，从学术上挑战着作为宏观叙事的“ 大一统”话语。对于前者，在作为君主专制

化身的“ 大一统”被摒弃的同时，其政治集中却成为中国革命与崛起的内在机制；对于后者，诸种

史观的挑战，绝非仅仅针对“ 大一统”议题，毋宁说“ 大一统”是其学术挑战的研究议题与领域之

一。因此，此处的论述只是“ 大一统”学术挑战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换言之，作为“ 宏大研

究”的一部分，“大一统”研究必须回应学术层面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史观层面的挑战；而作为古代

政治观念的一部分，“大一统”研究也必须面临来自现代的政治限定。

（一）经验主义与历史细节的“例外”

经验主义是现代学术的主流，19 世纪兰克史学以及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英法经验史学

的盛行，使“ 历史事实的纯粹客观性”和“ 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应采取客观态度”成为历史研究的圭

臬。⑥ 20 世纪以后，西方经验主义史学传入中国，肇始梁启超的新史学，至胡适、顾颉刚、傅斯年

等的科学史学发展为主流，⑦ 反对疏通、摒弃价值、追求客观也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准则。在这个意

义上，“大一统”史学遭到了批评。⑧ 尽管“大一统史学”在抗战时期作为正面因素再度被提出，但更

多是基于时局的需要。⑨ 换言之，经验主义挖掘细节的方法论通过呈现诸多“例外”而挑战了“大一

统”叙事。

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挑战主要基于空间上的分裂和时间上的变异来反驳“ 大一统”的论述。

第一，以 10—13 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这一事实来说明“ 实未一统”；第二，以元和清两个非汉族的

①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 16 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② 任锋：《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人文杂志》2021 年第 8 期。
③ 陈明明：《中国政府原理的集权之维：历史与现代化》，《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 年第 1 期。
④ 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⑤ 汪仕凯：《论政治大一统 : 内涵、本质和演进》，《学海》2022 年第 5 期。
⑥ 江湄：《“实证”观念与当代中国史学》，《史学月刊》2001 年第 4 期。
⑦ 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第 365 页。
⑧ 比如，顾颉刚提出推翻非信史的 4 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

《答刘胡两先生书》，《读书杂志》1923 年 7 月。
⑨ 抗战期间，出于对统一的中华民族分裂为多个民族的担忧，傅斯年、顾颉刚开始重视“大一统”的价值，在此之前，二人心

中虽认同中华民族，但出于学术独立与自由，并不予以学术论证。见孟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1935 年 12 月；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版）》1939 年 2 月 13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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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明“ 实非（汉）一统”。从研究脉络和领域来看，这些挑战起于西方的东方学研

究，集中分布在边疆史、内亚史与“新清史”等研究领域。

边疆史研究经历了从“互动”“共生”到“对抗”的分析模式。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推动了“从边疆看中国”这一取向，① 在他看来，原本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

于整个亚洲内陆而言却是中心，以长城地带为界，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存在紧密的互动关

系。② 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共生，作

为次生型帝国的草原帝国依靠剥削稳定的中国（原生型帝国）而存在。③ 日本满鲜史开创者白鸟库吉

则将前述“共生论”发展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④ 中国的对立和分裂是常态，长城内外的统一反倒

是变态。当然，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日本 20 世纪初的殖民扩张服务的。⑤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征服王朝”论可以视为边疆史、内亚论在中国传统王朝谱

系分析上的推进。魏特夫将中国社会分为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类是出现在公元前 3 世纪并被延续与

扩展的中国帝国模式；第二类是辽金元清四大征服王朝时期的征服模式。“征服王朝”不是单向地被

汉族文化同化，而是双向地“涵化”形成“第三种文化”。⑥ 在此类型化基础上，日本学者糅合满鲜史

传统，从北亚史视角发展了魏特夫的“ 征服王朝”论。吉田顺一认为，从“ 游牧国家”到“ 征服王

朝”，是北亚世界从古代到中古的转变；⑦ 岛田正郎称辽是中国史序列之外的“胡族国家”；⑧ 杉山正明

大提“大元汗国非中华王朝说”。⑨

几乎与此相应，日本“ 唐宋变革说”“ 宋代近世说”则在中国内部的历史断代上形成了时间断

裂而非“ 一统”之说。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认为，从西方近代文明的视角来看，宋代发达的商

品经济以及屈居一隅产生的“ 民族”意识已经展现了近代化进程，但是却被元清所打断。⑩ 与之相

对，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则指出金、元两代的变革对于理解中国的后半段更具有效性，中

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及其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如行省制度、军事镇戍

制度、世袭性诸色户计制度等。比之“宋—元—明”转型这种强调中国内部变革的解释模式，“金—

元—明”转型这一带有内亚视角的解释模式能更好地连接起横亘在唐宋和明清之间的时代鸿沟。⑪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内亚论并非全然的挑战性理论，它也可以作为历史中国尤其是传统中国后

半期历史趋势和文化特点的解释资源。傅海波（Herbert Franke）沿用了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概念

和理论，但是他认为比起将二者视为对抗，不如将“ 内亚性”和“ 中国性”结合起来，将五代以来

的中国理解为一种存在多国体制的整体性的中华世界。⑫ 姚大力发展了杉山正明和魏特夫等人的观

点，认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疆域为理想治理目标的“ 小中国”，另一

个则是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小中国”和“大中

国”之别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国家建构模式之别。⑬ 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是由外儒内法的专

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撞击与整合的

① 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 年第 8 期。
②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③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9—14 页。
④ 王向远：《日本“东洋史”三种模式及东洋史观批判》，《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⑤ 解学诗：《从史学博士白鸟库吉到右翼狂人大川周明——满铁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和“满蒙狂”煽动》，《社会科学战线》

2003 年第 3 期。
⑥ 魏复古：《〈中国辽代社会史（907—1125 年）〉总述》，苏国良、江志宏译，郑钦仁、李明仁译著：《征服王朝论文集》，新北：

稻香出版社 2002 年，第 1—70 页。
⑦ 吉田顺一：《北亚的历史发展与魏复古的征服王朝理论》，郑钦仁译，郑钦仁、李明仁译著：《征服王朝论文集》，第 171—184 页。
⑧ 岛田正郎：《征服王朝乎？胡族王朝乎？》，李明仁译，郑钦仁、李明仁译著：《征服王朝论文集》，第 226—234 页。
⑨ 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7—14 页。
⑩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张学锋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第 73—92 页。
⑪  Joseph F. Fletcher, Bloody Tanistry: Authority and Succession in the Ottoman, India Muslim and Later Chinese Empire，转引自

钟焓：《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245—
247 页。

⑫ 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4 页。
⑬ 姚大力：《推荐序：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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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① 王珂将元和清归结为“多元型帝国构造 / 天下体制模式”，以与唐、明的多重型帝国构造 / 天

下体制模式相区别。②

“ 新清史”是在对以上思想资源的继承下，对“ 汉化”论即狭义上的“ 中国性”的批评。罗友

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反驳了何炳棣的“清朝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统治者系统的汉化”

观点，指出“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和汉族聚居地区”③，由此引起“新清史”的辩论。郭成康兼采二者观点，指出满族既

“自觉清醒地抵抗汉文化地融合和侵蚀”，又“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使满

汉文化地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④ 但是，无论如何，在“新清史”

的实际研究中，清朝统治的满族特征还是被放大了。在材料上，“新清史”研究关注满文档案与汉文

档案的区别；⑤ 在问题意识上，“新清史”力图重估清朝政统中的一些要素，即清朝不仅是“又一个中

国王朝”；在视角上，“ 新清史”跳出大汉族中心主义，以其他的范式重新审视历史发展。“ 新清史”

反对汉化，或至少认为，清在汉化的同时也在维持其自身的独特认同；⑥ 从领域来看，“新清史”集中

在族群认同、边疆、清朝的内亚性与北亚史等研究上。⑦

边疆史研究、内亚论与“ 新清史”一脉相承，因“ 从边疆看中国”而有了空间断裂的内亚本位

或内亚视角，二者实则一体两面；“新清史”则是上述视角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延续。这些研究在

三个层次上对“ 大一统”构成挑战：第一，史观层面，通过视角转换，揭示了在中原—农耕—汉族

区之外的另一“ 中心”，即内亚性，挑战了所谓“ 以汉族为主、儒家化的中原农耕区”的唯一中心

论；第二，经验层面，内亚史观建基于一个经验事实，即空间上的分裂（10—13 世纪“ 实未一统”）

和时间上的变异（元和清代“实非（汉）一统”）来反驳“大一统”的论述；第三，资料层面，上述

史观与经验事实都得到了扎实的史料支持而非传统的观念辨析，例如“ 新清史”开发出了满文档

案。从经验主义的史学方法论来说，有准确、清晰而丰富的史料，可能揭示与证成一种经验史实，

进而形成某种史观。因此，其结论及其对“ 大一统”观点的挑战，应当从论证过程与材料解析中进

行辩证统一的回应，而不是简单地抵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概念建构上，中华世界所包含

的多民族性与多中心格局，假如它与“ 大一统”的整齐取向并不矛盾，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展

“大一统”的内涵，开发“大一统”不同维度的叙事，而不是固守前朝故事。

（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斥

“ 大一统”的另一挑战来源于后现代史学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后现代主义从诸如语言学转向等

理论资源中引发了对“意义”的追问，具体到史学领域，则是历史写作 / 叙事是否能反映历史真实。

怀特（Hayden White）的《 元史学》表明：从内在的叙事结构而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著作

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历史学家是用史料来表达哲学理念，而且史料也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历史叙

事并不能提供真理，人们也无法从历史著作中获取真实的历史。⑧ 总的来说，后现代史学否认普遍真

理和依据人的理性提供普遍性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宏大叙事正是后者的结果。⑨ 后现代主义与中层理

论殊途同归，共同发起了对宏大理论的挑战。

① 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1、
164—165 页；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

第 148—157 页。
②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160—161、212—214 页。
③ 罗友枝：《再观清代》，刘凤云、刘云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1—18 页。
④ 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刘凤云、刘云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第 71—92 页。
⑤ 钟焓指出，除欧立德《满洲之道》之外，“新清史”的研究者确鲜少使用非汉文档案，包括满文档案。详见钟焓：《清朝史研

究的基本特征再探究——以对北美“新清史”观点的反思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28—37 页。
⑥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刘凤云、刘云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第 377—393 页。
⑦ 刘凤云、刘云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第 4—9 页。
⑧ 海登 • 怀特：《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年。
⑨ 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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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研究作为一种整体性史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其核心是一套连贯的、完整的“中国”宏大

叙事。但在后现代史学看来，首先，这种叙事本身是权力话语的体现，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并不存在

任何“天经地义”的“中国”叙事；其次，并不存在一个“政治、文化高度同一性”的中国，中国内部

各区域的差异也许大于其整体的同一性。具体而言，对“大一统”构成挑战的史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拒绝宏大领域研究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第二，拒绝宏大价值研究的个体史或生命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或是将中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显著的差异性，或是将原本朦胧

笼统的“ 中国”印象清晰定位于中国某个具体的区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将帝制中国划分为九个地区，以揭示“中国”的复杂性，开区域史研究之先河；① 但作为一

种明确方法意识和观念意识的研究风气，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蔚为大观。②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于 1982 年发表的论文强调将唐宋到明代中叶的中国历史研究重心从原来笼统整体的中

国，转移到各个不同区域，并重视区域之间的差异，刺激了宋代中国研究的“区域化”；这一方法兴

盛于日本中国学界，时间范围也扩展到明清及近代史。③

受柯文（Paul A. Cohen）“中国中心观”的影响，区域社会史进一步挑战了大一统的宏观叙事。

相较于“ 冲击—回应”“ 传统—现代”“ 帝国主义”等“ 整体性中国”的宏大叙事理论，柯文建构了

中国内部的区域化研究路径：横向上将中国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

史的研究，纵向上把中国社会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④ 这一结果是，区

域社会史研究以碎片化取代了整体性历史观察，大一统的中国碎成“华北”“华南”等；而且，通过

聚焦于具体领域或“ 点点滴滴的地方性知识”，区域社会史消解了所谓“ 抽象的中国文化中心”视

角，进而重构了大一统的宏大叙事结构。⑤

所谓个体生命史观，意在“ 在历史中发现人”，为人的生存赋予意义，即是以个体生命的感知

作为评价历史的角度。个体生命史观重视个体的生命诉说与生命存在感知与体验，关心具体的个人

而不是抽象的人民或群众等集体性概念。⑥ 抽象的“大时代”或“大一统”的结构之下，是否允许以

某些个体生命的牺牲作为代价？ 社会史研究对以家族或个体命运为案例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

“ 大一统”的宏观叙事，而个体生命史观又与现代社会个体权利观念相互激荡，更消解了宏大叙事

的理论合法性。个人生命史与宏大叙事存在极大的张力。尽管地方区域研究与个体生命的案例研究

（不同的个体遭遇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叙事），有将社会“碎片化”的趋势，但是，它们的研究具有坚

实的经验基础与个体回应，因此，构成对作为宏大叙事的“大一统”的挑战。

（三）人类学、民族学的细节描摹与整体统一的破碎

建基于经验材料 / 观察、反对宏大叙事的案例性研究，除了盛行于历史研究领域之外，在研究

当下经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之中也有回应。

人类学的细节描摹是对传统“大一统”叙事的极大挑战。 1939 年顾颉刚与费孝通关于“中华民

族是一个”的争论，实际蕴含传统史学立场与人类学立场的争锋。抗战期间，针对日本对中国的政

治分化和历史分化，顾颉刚于 1939 年发表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明确提出“ 凡是中国人都

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以现代的政治观念来看，中国的汉、

满、蒙、回、藏等群体并不适合称为“民族”；而为了维护政治统一，各群体之间的文化、语言、体

质差异应淡化处理。⑦ 而深受西方人类学传统影响的费孝通则撰文称，防止国家分裂的办法，并不在

①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242—288 页。

② 葛兆光：《宅兹中国》，第 7 页。

③ 比如，小岛毅对沟口雄三等人的批评，即将原本被视为弥漫于整个帝国的明清思想定位到扬子江（长江）中下游地区。见

葛兆光：《宅兹中国》，第 6—8 页。

④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第 170—212 页。

⑤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3—4 页。

⑥ 张太原：《个体生命与大历史》，《近代史研究》2012 第 5 期。

⑦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版）》1939 年 2 月 13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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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群体是否被称作“民族”，而在于如何实现群体之间的平等，否认各民族经济、文化、语言或体

质的差异性是对各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反而会使他们试图寻求政治上的独立。① 费孝通 1988 年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事实上是重回 1930 年代的争论，并转回到了顾颉刚的观点。

质言之，传统历史学家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史，国家和朝代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而人类学

家在考察和研究人群时，一是对其文化传统的重视超过对其政治认同的重视，二是对不同人群之间

差异的重视要超过对他们之间共性的重视。② 通过在体质特征、语言文字、亲属制度、社会组织、文

化习俗等领域依次对各地土著人群展开田野调查，以发现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多样性。各民族在

文化、语言和体质上越是多样性，“大一统”的宏观叙事遭受的挑战就越大。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 1920 年代史语所开展的西南边疆的民族考察，在这一考察中涌现了“ 造

民族”还是“ 造国民”两种不同的途径：前者强调经由学术调查和研究，确认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特

色、历史源流来识别或构建少数民族，后者则试图“ 重新塑造”全体属民的政治观念与文化认同意

识，使之认同新的国家。③ 从考察实践来看，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先构造民族差异再整合为统一国

族，还是先构造国民认同再赋予民族差异性。人类学研究更注重前者，即所谓“ 华夏边缘再造”：

将过去“ 华夏”心目中的“ 夷戎蛮狄”去污名化，以人类学的标准，将各边疆人群转变为国族内的

少数民族。④ 在这个过程中，“ 大一统”的宏观叙事不仅在价值上被否定，在经验意义上也被否定，

“ 一”被分成了“ 多”。这一“ 造民族”的民族研究思路与建国后民族识别政策，理论来源不同（前

者来自民族学，后者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但是，带来的结果都是推动了民族独立意

识和民族独立运动。

“造民族”还是“造国民”造成了现代国家政治认同的内在张力，族群认同挑战着国家认同。亨

廷顿《 我们是谁》的问题意识就是面对美国不同族裔的他国认同、亚民族认同和跨国认同，如何建

构一种超出人种、民族、宗教认同（identity）之上的“美国”的国家 / 国民认同。⑤ 换言之，对于个体

民族 / 族群的文化、语言和体质等的差异性“发现”越多，“一”的国家认同程度越低。而政治上的

“民族识别”则更加剧了分裂的危险，⑥ 新疆议题和西藏议题即是这类文化和政治认同出现问题的表现。

（四）个体权利与共同体理性的冲突

“大一统”概念的重启意味着中国之古今的延续，但是，“大一统”概念是否能够从古老中国浴

火重生，取决于它的现代性或来自现代的政治限定，亦即在古今之变中如何融解与吸纳现代个体权

利观念。

在“道统”层面，“大一统”面临着共同体理性与个体主义国家的辩论。《春秋公羊传》及何休、

董仲舒的阐释径自从共同体的形成、营造与通贯角度立论，秉持的是一种共同体理性。它将共同体视

作有机的生命体，拥有和人一样的理性（“仁”），需要采取有效的治理方式来促进共同体的良好运转、

延缓衰朽，以及构想一套更新或迭代机制来应对共同体的病变，它有赖于统治者拥有成熟的共同体

营造机制的智识性认识，亦取决于明君与贤臣，明君与贤臣之不得，成专制或弱政，则必成乱世。

现代国家的起源则来自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罗尔斯《 正义论》可以视为对“ 契约论”的

现代加固），个体权利成为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国家权力或共同体形态由个体权利形成，亦为个

①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6 年，第 62—68 页。

②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

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1—29 页。

③ 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马戎：《民

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由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说

起》，《开放时代》2020 年第 1 期。

④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原有的、比较漠视的群体差异，经由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发掘，往往被拔高到“民族”级别的差异。详见

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⑤ 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第 5—9 页。

⑥ 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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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权利服务，是一种个体理性。晚清以来，中西遭遇，被动挨打，救亡的药方便是效仿西方现代国

家的政治制度及其精神来改造旧有体制，伴随而来的是“ 民主”“ 自由”“ 分权”“ 权利”等建基于

个体权利的现代政治观念的逐渐接受。这意味着传统的“大一统”国家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第一，

大众政治的兴起要求国家统治体系必须回应民众的需求，通过提供有效的渠道来容纳日渐增加的政

治参与需求，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和有效的公共政策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益；第

二，西方政制的引入首先要求承认晚清帝国的政治失败和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通过西方化的政治

制度改革来优化原有的制度安排，其次要求以一种平等比较的视角，而不是单向扩散视角来看待其

他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二者构成作为道统的“大一统”研究的现代政治限定。

在“ 政统”层面，“ 大一统”面临着专制主义传统与现代个体权利的冲突。古代“ 政治大一统”

的核心思想是“尊君”，以皇权为中心，从“仁”的“护民”“厚民”“养民”角度强调权力者的责任，

而忽略了作为被统治者的平民的正当权利，这一单向政治关系被归为专制主义并遭致批评。梁启超

依据专制—民主的政体类型，将中国认定为君主专制政体，并长期处于这一阶段，① “大一统而竞争

绝”，“专制久而民性漓”，“专制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一人；立宪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庶人”，② 这

表明君主政体既压抑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和能力，又促使国家官僚只知“媚上”而不关心民众的

权利与需求。推翻清王朝与反对袁世凯称帝，客观上堵塞了“尊君”的“政治大一统”制度形式。

批判“ 尊君”之外，“ 大一统”还面临着政治制度上的专权与限权、中央集权与均权分权的冲

突。从示范效应的角度来看，近代中西遭遇的清朝政治失败导向“ 中国”劣于“ 西方”这一结论，

其历史结果是“全盘西化”，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大一统”的诸要素都被拎出来加以审视。首先遭

到的冲击是对大一统之广大疆域的怀疑：西方列强都是中小规模的国家，中国要向其学习，维持广

大疆域有无必要，以及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困难性是否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③ 甚至出现分省自

治的政治尝试。进而继起的是，以西方限权来抨击专权，即通过模仿西方的立宪制度或者共和制度

来限制君主或者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绝对权力，晚清立宪改革与中华民国皆是如此；最后是，有关中

央集权还是均权分权的讨论，充斥于政权相对完善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④ 或许，政治的集权与分权

是技术操作的问题，但是，技术操作如何得到保证，却似乎又回到了“道统”的信仰。

在“ 学统”层面，“ 大一统”面临着统一意识形态与多元思想文化的冲突。古代政治“ 大一统”

在文化上表现为文一统、思想一统，“独尊儒术”被视为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梁启超认为，思想

的一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进而阻碍了思想的进步，“中国学术所以不进步，曰惟宗师一统故”；⑤ 儒

家严等差、贵秩序，阐驭民之术，实际上为王权服务，所以文化 / 思想一统即君主专制一统的产物。

晚清至民国，从批判君主专制的角度来清算思想一统的危害成为共识。文化 / 思想专制实则是对个

体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权利的侵犯，“ 个人精神意义上的自由与在公共空间中表达情感和认识

的自由意识，全都在此观念（指大一统观念）尺度的衡量下萎缩变形”。⑥

即便抛弃古典“ 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含义，它所隐含的集体 / 整体价值倾向，即对维护政治共

同体的一体统一的优先性考虑，也与珍视和保障个体权利及尊严的个体价值倾向存在内部张力。一

个完整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包含着作为统治组织或统治机器的国家（state），同时也应该包含作为被

统治者的国民或国族（nation）。⑦ 如何把维护政治共同体的一体统一和保障个体的权利与尊严有机统

一起来，是现代“大一统”叙事面临的最大挑战。

①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第 59—89 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 • 论进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55—68 页。
③ 孟德斯鸠以及卢梭对“广土众民”大国治理的否定，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用以批评中国传统政治广大疆域的理论依据之

一。详见王锐：《重建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叙事》，《东方学刊》2019 年冬季刊。
④ 民国政治学家在集权、均权问题上的讨论，参考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4

章；姜义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学术月刊》2011 年第 1、2 期。
⑤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七》，第 39 页。
⑥ 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 年第 4 期。
⑦ 肖滨：《扩展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国家概念》，《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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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余论

共同体有其粘连成型的内在机制，即使信奉“分（权）”与“多（元）”的西方世界，也并未抛

弃共同体的形态。相较于贯穿于古希腊“ 城邦”、中世纪“ 封建”以及近代“ 国家与社会”的分权

与多元的共同体形态，中国的古今延续也很明显，那就是以“ 大一统”为共同体营造机制的集中逻

辑。科学的一大特征是重复性与循环出现，“大一统”理论表达了经验实证主义的“变”中之“常”，

亦即无论如何变化，有些因素总是重复性或循环性出现，这些恒常因素就是共同体的固定结构及其

演进机制。因此，作为古今延续的“中国”的共同体结构及其营造机制，“大一统”的研究价值于此

得到确认。

然而，“ 大一统”研究的挑战也很明显。最直接的挑战来自学术规范内部，亦即经验实证主义

在证据与论证层面的挑战。一方面，学术研究必须遵循一套以证据为基础的论证过程，内亚视角、

区域史、个体生命以及现实生活的多元性都有一定的史料与经验基础，需要积极回应。从论证的角

度说，有两个取向值得进一步探究：第一，发展出更完整、更全面的史料，打破区域、个体或案例

的资料局限，从而呈现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面貌；第二，从共同体内在统一性出发思考资料结构的

丰富性与代表性，从而发展出更为整体性与宏观性的学术资料基础。

另一方面，经验实证主义研究路径的内在张力以及学术史内部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预示着它

是现代学术规范之一种而不是全部，因此，必须清晰界定其边界，并及时扩展其内涵。“大一统”作

为理想类型的概念，与实证经验研究有交叠也有超越，其“ 高于 / 超越”经验的地方，在于它是经

验实证主义与“理解社会学”的结合，因此，它并不排斥经验实证主义，而且要超越经验实证主义，

形成一种“ 规范性”知识，体现的是一种“ 主观的客观意义”（舒茨语）。这意味着“ 大一统”研究

需要将例外性经验纳入，“ 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 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

它是经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系统。重新考察

10 至 13 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和再造，必须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中

原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也就是说，以“ 全球史观”批判性兼容“ 内亚史观”和

“汉化史观”，或许能对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一体性做出更有说服力、更有时代感的论述和解释，从

而真正说明多元而一体的中华世界的历史形成及其在未来世界中的政治想象。

更为深刻的挑战来自现代政治的个体权利取向，而且从时间或未来的角度说，这是现代中国

的根本性问题。作为建构主义概念，其建构直接取决于当下尤其是未来的政治诉求或政治观念。当

下的政治诉求激活了传统概念，但是传统概念的生命与理论空间却取决于它与未来政治发展的契合

度。换言之，经验实证主义的挑战可以通过认识论的转变以及认识论的自然辩证而加以学术化地解

决，而“ 大一统”的现代涵义的诠释则依赖于对现代中国政治的一系列创造性转化与重构，这构成

了“大一统”研究的现实 / 现代边界，也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

“ 何为中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议程含义，在于它体现了“ 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焦灼

与知识建构，亦即站在历史的完整性上，如何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而回望过去。当下的中国崛起，

是朝向现代的传统资源的择取与重构，而不是传统的全然复原，这构成了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意

蕴，也显示出其政治边界。同时，现代政治思潮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也构成传统概念再诠

释的学术边界，需要建构概念的适当性逻辑，实现更好的论证。因此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开发或重

组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内容。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是“ 现代的中国”和“ 世界的中国”。只有实现“ 现代中国”的超越性理

解，才能吸收与融汇现代政治思潮与经验实证主义史观，延续“ 历史中国”和“ 文化中国”的内在

统一性，形成现代“大一统”概念，并带领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

（责任编辑：周小玲 束 赟）

（下转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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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 for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under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DU Chuanzhong XUE Yuz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built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countries to jointly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Given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raditional factors such as basic factor endowmen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the dynam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model, whe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consider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ach factor to determine where China's competitive advantage 

lies.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un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rade frictions, China 

should fully leverage its advantages in factor endowmen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China 

should orderly guide the transfe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the short term, build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and East Asian neighbors, and reach an asymmetric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tual benefit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long-term rules of international games, proactively compete with North America in terms of standards, hedge 

the uncertainty of external factors with the certainty of its ow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achieve the dominant 

strategy in the international gam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Keyword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Competitive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Connection；Industrial Internet

Research on “The Great Unity”: Origin, Evolution, Challenge and Boundary
WANG Xiangmin CHEN Liye

Abstract: Originally a common sense concept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 Great Un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econstructive object with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and the input of new historical 

views. Now, with the rise of China, it has once again become a constructive concept i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Great Unity” that has been hot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analyzing its connotation, research history, the reasons for the restart of the concept, and 

the theoretical challenges it must respond to,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academic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reinterpreting traditional concep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Great Unity” in recent years is essentially a response to the modern political knowledge of “What is China” and 

is a conception of Chinese state theory, and the intellectual demonstration of “The Great Unity” depends on the 

theoretical imagination of “What is China”.

Keywords: The Great Unity；What is China；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Empirical Positivist View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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